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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到民国，百姓怎么打官司
《龙泉司法档案》还原卷纸背后的司法史古人如何打

官司，为什么打
官司，打官司需
要哪些手续……
这些曾经发生过
的真实，在“戏
说”中是找不到
的。只有在司法
档案中，我们方
能重新走进历史
深处。

在浙西南的
山城龙泉市，一
组 1.7 万余卷、
88万余页的“龙
泉晚清民国司法
档案”（以下简称
“ 龙 泉 司 法 档
案”），记载了两
万多个诉讼案
件，时间跨度近
一个世纪，是目
前已知晚清民国
时期保存最完
整、数量最大的
基层司法档案文
献，已经入选《中
国档案文献遗产
名录》。

为了整理选
编这批档案，档
案人、学人、出版
人进行了一场
12年的接力，到
2019年，国家出
版基金重大项目
《龙泉司法档案
选编》五辑96册
全部完成出版。

龙泉青瓷传
统烧制技艺和龙
泉宝剑锻制技艺
都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前
者还入选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
《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有学者指
出，“龙泉司法档
案”堪称是这座
山城的“第三件
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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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内容始于
1851年，止于1949年，跨度99年，记
录的诉讼案件逾两万宗。

“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档案学，
是‘有文必档’，什么东西都往里面
放。这有利有弊，杂是杂了一点，但
是许多信息都能保存下来。”浙江省
档案局原副局长韩李敏说。

在这种情况下，用选编的形式
进行整理出版更为合适。包伟民
说，由于案例众多，不少案情类似，
可以从中选取典型性的案例，以案
件类型的典型性、审判程序的完整
性、时代的特殊性和整体的史料价
值作为首要的选编因素。

这就需要编纂人员在明悉地方
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经济状况、人
群组织、风俗习惯的基础上，遴选充
分展示社会变迁和基层司法细节的
案件，且要兼顾文书的保存情况，付
出的心血是巨大的。

“我和杜正贞都是兼职做‘龙泉
司法档案’的工作，特别是做《选编》
的第一辑时，天天熬夜。”浙大历史
系副教授吴铮强回忆说，“直到浙大
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
后，傅俊等专职研究人员接手，我们
才轻松了一些。”

“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法学，可
惜未能如愿，但是却让我遇到了‘龙
泉司法档案’。”李爽说，在《选编》第
二辑编辑工作的冲刺阶段，自己的
梦境里都是一幅幅展开的文书。“这
套书就像是镌刻在我的生命里。”

2012年8月，《选编》首辑出版，
2019年9月，《选编》五辑96册全部
出齐。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
者、民俗学者赵世瑜表示，《选编》展
现了变革时代的山区社会和人的生
活世界，而对研究者来说，万里长征
才迈出了第一步。

杜正贞则告诉记者，这批档案
记录的是清代的法律诉讼制度向近
现代法律诉讼制度转变的过程，对
于现在的基层治理和法治建设，会
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历史学要求我
们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史
料中的人和事，将它们置于那个时
代的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中
去理解，但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解读
就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希望有
更多人来利用和研究这批档案。学
科和学者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带来
对其理解的完整性。”

和吴铮强一样，傅俊的本行也
是宋史。“我的本行是作南宋村落史
研究，但是宋代留下的相关资料很
少，而编纂这批档案，能更贴近基层
社会细节和日常状态，帮助我认识
和想象800年前的社会生活。”

而在龙泉，“龙泉司法档案”仍
静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库房里，等待
着更多人来开掘。

龙泉市档案局局长朱志伟说，
如果它能再接再厉，入选《世界记忆
亚太地区名录》和《世界记忆遗产名
录》，作为一名老档案人，心愿足
矣。 据新华每日电讯

龙泉市档案馆的306室，门楣上是
“民国档案库房”六个红色宋体字，门里
则是一排十只手摇档案密集柜。保管利
用科科长章亚鹏摇动手柄，密集柜徐徐
分开。“龙泉司法档案”就存放在这里。

“室内温度是14℃－24℃，可以有
2摄氏度浮动，湿度是45%－60%，可以
有5个百分点的浮动。”章亚鹏问记者，

“是不是还有点气味？听说当时整理档
案时气味还要浓，之前为了防蛀，洒过
敌敌畏。”

在龙泉市档案馆的二楼，步入“龙
泉司法档案”的展厅，一件件档案，定格
了近代基层生活的一个个瞬间。

一张立嗣文书上说明，寡妇叶张氏
虽有一子两女，但是儿子去世后，只能
过继夫家侄子叶世根为继子。“一切权
益概嗣子所有”，出嫁的女儿不能继承
——这样的规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文书见证人中，叶张氏的弟
弟作为母舅，排名最靠前。至今，“娘亲
舅大”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民俗，拜
年先给娘舅拜，兄弟分家要娘舅主持。

一张大红庚帖上，写有未婚夫妻的
生辰八字，互换后缔结婚约，又经县官
批示“注销”。

“传统史学研究比较注重上层的国
家治理，但是基层治理是怎么做的，基
层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批档案恰好能给
我们提供明确的信息。”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包伟民曾经
参与档案编目整理，通览各个时期的状
纸，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起初，状
纸上还普遍使用“号泣青天大老爷明
鉴”，随后出现的是“伏乞知事暨承审官
俯赐”或“请求县政府恩准（赐准）”，后
期，状纸的结尾则统一使用了“请求察
核”“谨呈公鉴”等语句。

语气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司法制
度的变革。我国古代一直延续行政与
司法合一的制度，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
法，到了近代，司法机构才逐渐独立出
来。龙泉县到1929年11月1日才正式
成立法院，在此之前，浙江省一级已经
单设的司法机关的发函对象仍然是龙
泉县政府。

“契约”和“契约精神”，现在被许多
人时常挂在嘴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
授杜正贞在编纂档案时，研究了当时的
契约运行后发现，如果中间人离世，就
会造成契约死无对证的状态。“中国传
统的契约镶嵌在具体而生动的社会关
系中，一旦远离了这个社会关系，不论
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对契约的理解
就存在风险。”

这样的判断，即使在今天，对于司
法者来说，也不无裨益。

2010年5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
心成立，包伟民任中心主任。在中心成立的学
术会议上，他向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和书
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介绍了“龙泉司法档
案”，探讨能否在中华书局出版。

“进入新千年后，学术界在区域史研究方面
形成了新趋势。在这一轮学术新潮中，学者也
关注地方档案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像台湾的淡
新档案、四川的南部县衙档案都很受关注。”中
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回顾说，他们一直以跟进
和服务于学术研究为职责，也很关心重要地方
档案的发现及研究状况。

许多读者了解中华书局，主要是它出版的
点校本“二十四史”等大批传世文献。书局大众
图书出版中心主任李静则告诉记者，中华书局
也一直在做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如
著名的《尹湾汉墓简牍》《天水放马滩秦简》等，
因此，对此类文献价值有自己的判断。“2010年，
我和同事罗丹妮来杭州了解浙大团队的档案整
理编目工作，就感觉很有价值。”

2011 年 9 月，“龙泉司法档案”迎来了出版
人。为了这部档案早日面世，当地的档案工作
者和浙江大学的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2年3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
案选编》第一、二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
准，得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2017年2月，中
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五
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再度得到资
助，并列为重大项目。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全书五辑96册，共收录
案例343个。每一案例均由案件名称、内容提要、
档案索引、图录四部分组成。中华书局历史编辑
室编辑李爽介绍说，整理之后，以案件为核心，以
时间为脉络，清晰地归聚串联起散布于不同卷宗
中的各类文书，有利于研究者阅读和使用。

“因为原始档案是散乱而不成体系的，当时
我们就考虑，可能同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档案，都
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应该找到适合它们的整
理方法。”李静说，中华书局和浙大双方经过反
复沟通，制定了非常详细、多达数十页的整理规
范，可以说是把点校二十四史的精神，用到了整
理“龙泉司法档案”上。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合影。

宣统元年呈状。

档案纸


